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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民族自決成為一項國際關

係原則，它就有了自己的辯護者和詆

毀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非殖民化

時代以至今天都是如此。」1在二十世

紀國際關係史上，民族自決原則可以

說是國際法中為各種國際力量援引最

為廣泛而含義最為模糊、爭議也最大

的原則之一。筆者認為，民族自決原

則的這種爭議性，與其內部所存在z

的兩種不同的模式有很大關係。在歷

史發展過程中，民族自決原則演化出

了種族化與非殖民化兩種不同模式，

二者具有不同內涵，對國際關係的影

響也各不相同。釐清這兩種模式的關

係，對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代民族自

決問題，更好地把握二十一世紀的國

際關係走向，是非常有意義的。

一

民族自決的種族化模式，可以追

溯到十九世紀以前。民族自決思想是

在西歐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

渡的過程中，伴隨z近代民族的產生

而逐漸發展起來的。正是在對教權至

上論的批判中，在反對專制王權的鬥

爭中，在追求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行

動中，民族自決思想開始萌芽、生

長。在這一時代大背景下產生的民族

自決思想是以普遍人權為基礎的，它

宣揚人類不僅以性別區分，而且以民

族區分，因此，外族統治不僅導致自

然的不滿，而且構成對基本人權的否

定；每個民族而非其他實體擁有建立

獨立國家的權利2。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世紀民族

自決的理論與實踐中，被賦予自決權

利的「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種

族」一詞來理解的3，指的是那些具有

共同語言和文化傳統的共同體。當時

人們所具有的一種極為普遍的觀念

是：國家必須建立在特定民族的基礎

之上，才能確保自由體制的生存。

這一觀念在英國功利主義思想家彌爾

（John Stuart Mill）那8得到了充分的

闡述。他在《功利主義，關於自由和

代議制政府的思考》（Util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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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iberty, and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一書中寫

道4：

在一個由不同民族組成的國家中，自

由體制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在相互

之間沒有了解的人們之中，尤其是如

果他們使用不同的語言來讀與寫的

話，那麼，對於代議制政府的運轉十

分必要的統一的公眾輿論是無法存在

的。出於上述理由，一般來說，自由

體制的一個必要前提是：政府的邊界

應與那些民族中的主要民族是相一致

的。

換句話說，為了確保自由體制的存在

與發展，必須盡量做到每一個民族都

建立自己的國家。對此，韓魯姆

（Hurst Hannum）曾指出：「儘管無法期

望一個社會在文化或語言上具有同質

性，但到十九世紀中期，將民主與同

質性等同起來已成為普遍的認識。」5

在十九世紀，人們不僅將民族的同質

性看作是國家自由體制得以存在的基

礎，而且認為只有在這種前提下，國

際社會才能維持安全與穩定。紐伯格

（Benjamin Neuberger）分析了十九世紀

的民族自決思想，認為它體現了「一

種嶄新的秩序景觀，在其中，政治和

種族的邊界是一致的，建立在自然的

民族國家基礎上的體系將確保國際的

和平與穩定」6。在上述觀念的影響

下，十九世紀的民族自決在很大程度

上變成了種族自決。它的基本論點便

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這對二十

世紀的民族自決產生了深遠影響。按

照英國著名的社會學家霍布斯鮑姆

（Eric J. Hobsbawn）的分析，二十世紀

初威爾遜（Woodrow Wilson）民族自決

思想的主要內容就是主張各國邊界與

民族及語言疆域一致重合。這依然是

一種種族化的自決模式。正是根據這

一模式，眾多的國家在俄羅斯、德

國、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

沿廣泛的種族線建立起來7。

民族自決的非殖化模式，同樣可

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之前。民族自決思

想中的民族自由、主權獨立等內容，

既是歐洲各國建立民族國家的理論根

據，也成為殖民地人民擺脫宗主國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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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政治與法律 治的強有力武器。北美獨立戰爭，十

九世紀上半葉的拉美民族解放運動的

浪潮，以及十九世紀後半葉大英帝國

內部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成為主權自

治領，都是以非殖民化為特徵的民族

自決運動。二十世紀初，在大規模的

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浪潮中，誕生

了列寧的民族自決理論，它構成了

二十世紀非殖化民族自決實踐的理論

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民族

自決正式成為國際法中的一項基本原

則。伴隨z風起雲湧般的亞非拉人民

的民族獨立運動，民族自決也越來越

具有突出的非殖民化特徵。1960年聯

合國大會上通過的《給予殖民地國家

和人民獨立宣言》（又稱為《非殖民化

大憲章》），使民族自決成為殖民地人

民所應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在這一

宣言中，民族自決權利的主體不是

「沒有政治組織的文化和語言共同

體」，而是「政治上明確而文化上具有

多樣性的殖民地和發展中世界的前殖

民地國家」8。因此，民族自決原則主

要被理解為殖民地人民所擁有的權

利。1970年通過的《友好關係宣言》，

則更為明確地規定了民族自決的運用

範圍：「除殖民地和其他類似的非自

治領土之外，自決權利只擴大到被佔

領的領土⋯⋯以及處於制度化種族主

義（種族分離和種族隔離）之下的大多

數人，但不包括那些作為類似政策犧

牲品的少數民族。」9總之，在非殖民

化的過程中，自決的基礎變成了「領

土的而不是種族的或文化的」，是受

壓迫的佔有一塊領土的多種族人民，

並且，在實踐中，它「僅僅意味z從

西方殖民統治之下取得獨立」bk。在這

種情況下，非殖民化的民族自決模式

被認為是唯一的民族自決模式。換言

之，如果沒有殖民壓迫的存在，民族

自決便失去其合法性。這也是眾多國

際法學者的共識。例如，恩傑斯（J. F.

Engers）指出，民族自決不是一個普

遍的原則，而是與非殖民化國際法

相關的特定的概念；猶摩祖里克（Oji

Umozurike）也認為：「對於民族自決

運用於殖民地人民這點，幾乎完全沒

有異議。」bl甚至許多有名望的專家學

者認為，在非殖民化時期結束後，自

決的時代已經結束了bm。

從種族化自決轉變為非殖民化自

決，這是民族自決原則發展歷程中的

重大變化。但是，種族化模式並沒有

銷聲匿#。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隨

z殖民體系成為歷史，民族自決越來

越成為民族分離主義的一種旗號。尤

其是在以兩極對抗為特徵的冷戰時代

結束之後，許多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民

族分離主義勢力開始活躍起來，他們

謀求脫離現有國家、建立單一民族國

家。在這一背景下，一些人大力宣揚

「民族自決應被運用於所有領土上的

所有人民，不僅僅限於殖民地，也適

用於一個國家內的所有人民」bn。在他

們的論調中，民族自決不再僅是殖民

地受壓迫人民的權利，而應是所有希

望實現「自決」的人們的權利。這一觀

點成為民族分離主義者的主要理論依

據。就冷戰後時期民族自決要求的基

本特徵來說，它顯然是對種族化民族

自決模式的回歸。「不止一位觀察家

注意到，在今天構成一個民族並進而

擁有民族自決權利（意味z建立領土

民族—國家）的標準是種族語言。強

調語言標誌種族是重要的」，今天「歐

洲的每一個分離主義運動的基礎都是

種族。⋯⋯那就是說，『我們』——巴

斯克人、加泰羅尼亞人、蘇格蘭人、

克羅地亞人或格魯吉亞人是與西班牙

人、英國人、塞族人或俄國人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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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人，我們不應生活在同一個國

家」bo。顯然，主張脫離現有國家、建

立以單一民族為基礎的獨立國家是冷

戰後時期民族自決模式的主要特點。

二

從種族化民族自決與非殖民化民

族自決的演變歷程來看，二者之間最

根本的差別就在於對民族自決主體的

界定不同。前者強調建立純粹單一的

民族國家；後者強調改變國際社會

的不公正現象，強調特定領土上所有

受壓迫人民——無論其屬於哪一種

族——都擁有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利。

也正因為兩種模式所具有的上述差

別，國際社會給予了它們截然不同的

評價。

就非殖民化模式而言，殖民地人

民爭取民族自決的鬥爭毫無疑義地具

有完全的正義性和充分的合法性，它

打破了殖民宗主國強加於殖民地人民

身上的種種枷鎖，改變了二者之間掠

奪與被掠奪、壓迫與被壓迫的不平等

關係。它不僅有力地推動了殖民體系

的瓦解進程，而且極大地促進了一個

更為公正的國際秩序的確立。從這一

角度來說，非殖民化模式是一種建設

性的、有利於人類進步與整體發展的

民族自決模式。正因為非殖民化模式

的民族自決所具有的積極性、進步性

的作用，它才贏得了人們的充分肯定

與普遍認同，這也正是它在二戰以後

能夠受到國際公認和國際法保護的根

本原因。

種族化模式則不然。早在二十世

紀初威爾遜力圖以其為依據安排戰後

世界時，他的國務卿藍辛（R o b e r t

Lansing）就曾表示強烈反對，他認為

這一思想是「極具破壞力的」，可能會

使世界變得更加危險：「它將激起從

未實現過的願望。我擔心，它將損

失數以千計的生命。這個詞將引發多

麼大的災難！它將造成多麼大的悲

劇」bp。在今天，學者和政治家更是對

種族化民族自決模式提出了尖銳的批

評。甘格利（Rajat Ganguly）和塔拉斯

（Raymond C. Taras）指出：「民族自決

原則（指的是建立純粹單一民族的國

家）不能解決種族少數民族的地位。

少數民族問題注定會出現，因為無論

政治地圖如何劃分，在每個國家都會

出現不滿意的少數民族。」bq蓋爾納

（Ernest Gellner）在他的《民族和民族主

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一書中也

分析道，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民族

自決原則是不可行的，因為存在許多

潛在的民族（按照其以語言為決定潛

在民族的標準），但世界上只有很少

數量的政治單位空間br。

蓋爾納等人的分析，可謂一語道

出了種族化民族自決所面臨的最大困

境，那就是這一模式所追求的建立純

粹單一民族國家的設想在現實世界中

的不現實性。據統計，如果以人口

90%以上屬於同一文化民族為標準來

確定民族國家的話，當今世界上近

二百個國家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屬

於這一類型，而其餘九成以上的國家

都是多民族國家bs。這些多民族國家

內部往往由數量不等的民族組成。

就這些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來說，它是

一種歷史的結果，是由不同民族在

長期的、共同的發展歷程中，經過

彼此間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

種關係互動的結果。在今天，無論

是從世界範圍還是從多民族國家內部

來看，各民族在各個方面日益變得

相互滲透，形成了一種「你中有我，

種族化民族自決與非

殖民化民族自決的根

本差別在於對民族自

決主體的界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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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政治與法律 我中有你」的結構性關係。由於人口

的遷移、各民族的普遍雜居、混居，

以及政治經濟交往的影響，已經很

難確定各民族的自然分界線。不僅如

此，民族跨界而居成為一種普遍現

象，如旁遮普人分布於印度、巴基斯

坦國界兩邊，庫爾德人居住在伊朗、

伊拉克、µ利亞、土耳其境內等等。

顯然，在這種情況下，追求純粹的

單一民族國家是缺乏基本現實可行

性的。

如果說種族化民族自決在當今世

界已經成為一種難以實現的不合理

訴求，那麼，為甚麼在冷戰結束之

後，以種族化民族自決為理論依據的

民族分離主義運動卻呈愈演愈烈之勢

呢？

二十世紀末期種族化民族自決模

式復活的原因極為複雜，限於篇幅，

筆者打算另文討論。在此只簡單地概

括為如下幾方面：這種現象的發生，

既有可能是全球化時代社會資源與利

益的分配不均，以及個別國家在歷史

或現實中所採取的不恰當民族政策的

產物，也有可能是某些大國出於自身

利益的追求而支持他國民族分離主義

力量的結果，還有可能與某些主權國

家內所謂的「民族精英」以個人目的為

訴求、以「民族自決」為旗號所進行的

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分裂國家的活動

有關⋯⋯可以說，不同的民族分離主

義運動的背後，有z不盡相同的動

因。不同的人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出

發，對其所作出的闡釋也是大相迥異

的。但有一點是人們所公認的，那就

是：追求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種族化

民族自決模式所倡導的民族分離主義

運動，給整個世界帶來了極大衝擊。

在前蘇聯、巴爾幹、整個非洲、中

東、亞太、歐洲和加拿大，在世界各

地，人們無時無刻不感受到它巨大的

影響力。

三

種族化民族自決追求的是建立單

一民族的國家，而在當今世界上，所

有人無不生活在統一的國家主權之

內，這意味z一個民族或多個民族首

先需要脫離現有國家的統治，即進行

民族分離運動，才有可能實現他們關

於單一民族國家的夢想。也就是說，

種族化民族自決必然導致民族分離主

義盛行，而這恰恰是對一個主權國家

權威的最大挑戰，二者之間的對立與

衝突是難以避免的。當今時代各種民

族分離主義運動所體現出的暴力甚至

是恐怖主義特徵，充分證明了主權國

家與民族分離主義者之間的尖銳矛

盾。而在現實世界中，人們也經常看

到一個宣揚民族自決的民族，極力地

壓制另一個民族對於這種權利的追

求，如前南斯拉夫境內的血腥衝突。

顯然，種族化民族自決所引發的暴力

與衝突必然會給國際秩序帶來極大衝

擊。當前眾多學者和政治家都指出了

民族分離運動對國際社會穩定所會

帶來的不良影響。美國參議員、研究

民族主義運動的專家摩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不無憂慮地指出：

「現時代明確的衝突模式是種族衝突，

它是野蠻的。在下一個五十年中，我

們將會看到五十個新國家的出現。它

們中的大多數將在血泊中誕生。」bt

霍布斯鮑姆在其《民族與民族主義》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一書中，尖銳批判了種族化民族自

決：「根據邏輯推演，如果想要創造

一個國界與民族和語言疆界完全契合

二十世紀末期種族化

民族自決模式復活的

原因，簡單來說可概

括為如下幾方面：社

會資源與利益的分配

不均、個別國家採取

不恰當民族政策的產

物、某些大國支持他

國民族分離主義力

量，還有可能與某些

主權國家內所謂的

「民族精英」以個人目

的為訴求、以「民族

自決」為旗號進行煽

動民族主義情緒、分

裂國家的活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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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似乎就必須把境內的少數民

族加以驅逐或根絕」，「於今觀之，要

使民族疆界與國界合而為一的理想，

恐怕只有野蠻人能做得到，或者說，

只有靠野蠻人的做法才可能付諸實

現。」ck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也曾表示：「如果一切

種族、宗教或語言團體都要求擁有國

家地位，那麼，世界將會出現無限的

碎片化，和平、安全和經濟的發展所

有這一切都將更加難以實現。」cl人們

可以想見的是：如果任由民族分離主

義勢力發展下去的話，世界將會出現

極大動盪，人類社會的和平與安寧將

會成為難以實現的奢求。

種族化模式的民族自決所引發的

民族分離主義運動不僅對現有國際關

係體系造成巨大衝擊，而且已越來越

與時代發展的潮流相悖離，成為人類

社會發展中的不和諧音符。

今天的世界已成為一個聯繫密切

的整體。如果按照種族化民族自決的

設想，以種族和語言為標準劃分國家

邊界的話，只能使世界不斷分裂成一

個個小國，而這恰恰是與世界日益整

體化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正如北京

大學學者寧騷所指出的那樣cm：

倘若建立族體國家被認為是一種符合

歷史潮流的合理訴求，那就必然在世

界範圍內引發性質相同而表現形式相

異的兩種「運動」：在一些民族構成相

對單一的國家�觸發「民族淨化運

動」，將「非我族類者」逐出國門之

外；在一些民族構成相對複雜的國家

�觸發「民族分離運動」，幾乎每一個

族體，甚至一些族體的組成部分，都

要求建立自己的國家。這樣，整個世

界不是變得更加相互依賴、更加整

合，而是被眾多各自擁有主權的飛地

的國界分割得更加支離破碎。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紀末，

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集團化已成為時代

的發展潮流。然而，以種族化民族自

決為理論依據的民族分離主義運動不

僅加深了各民族之間的隔閡，使民族

間的合作與交往變得更加困難，而且

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不穩定因素。它

所引發的暴力與衝突，不僅使經濟發

展所必需的穩定社會環境蕩然無存，

而且人為地割裂了業已形成的地區與

地區之間、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聯繫，

嚴重阻礙地區經濟的發展，進而對

世界經濟構成強有力的衝擊。這一

點，在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的發展困

境中已得到了有力的證實。可以說，

在世界經濟愈來愈成為一個整體的今

天，打z「民族自決」旗號的民族分離

主義者的所作所為，恰恰是在逆時代

潮流而動，已經悖離了人類發展的整

體利益。

四

實際上，自十九世紀後期始，人

們就已開始思考並採取種種對策，盡

量避免種族化民族自決給世界穩定與

發展所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這種努

力，既表現在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民族

政策上，也表現在對與此相關的新的

國際法的探討上。

對多民族國家來說，維護國家主

權的完整與統一是它們民族政策的主

要目標。為了能夠達到這一目標，許

多國家曾經採取強制同化的政策。然

而，在強制同化與爭取分離的尖銳矛

盾中，人們逐漸認識到這種政策只會

激化本已存在的民族矛盾。於是，民

族自治制度應運而生。1899年，奧地

利社會民主黨提出了「文化自治五項

原則」，其中宣布了各民族「自主地管

種族化民族自決追求

的是建立單一民族的

國家，這意味¤首先

要脫離現有國家的統

治，今天世界已成為

一個聯繫密切的整

體。如果按照種族化

民族自決的設想，以

種族和語言為標準劃

分國家邊界的話，只

能使世界不斷分裂成

一個個小國，這恰恰

與世界日益整體化的

發展趨勢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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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代多民族國家各種民族自治實踐

具有重要影響。在此後直至今天各多

民族國家所採取的不同形式的民族自

治制度（如民族聯邦、土著人保留

地、民族自治、民族黨、民族社團

等）中，我們都可以發現這一影響所

在。然而，民族自治制度從最初提

出到今天已有百餘年，從目前眾多民

族分離運動的存在來看，民族自治制

度顯然並沒有徹底解決種族化民族

自決對主權統一所造成的挑戰。究其

原因，對大多數多民族國家來說，由

於歷史與現實的複雜原因，不同民族

對於國家的認同程度往往是不一致

的，換言之，並非所有民族都把對國

家的認同置於優先於本民族利益的地

位。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或許在

於國家身份對極端民族分離主義者所

具有的強大誘惑力。實際上，民族自

治制度是無法滿足後者對於國家身份

的狂熱追求的。今天，對於多民族

國家來說，如何從制度建構上解決內

部的民族分離問題，仍然是任重而道

遠的。

種族化民族自決對於人類社會穩

定造成的巨大衝擊，也引起了國際社

會對此問題的廣泛爭論，並迫使人們

尋求各種可行的途徑，以將民族自決

納入規範的框架內。然而，就現有的

國際法規則而言，關於民族自決權利

的規定顯然存在極大的不確切性。例

如，民族自決的主體是甚麼？或者

說，誰擁有自決的權利？再者，如何

處理民族自決原則與國家主權原則之

間的矛盾？當民族自決威脅到一國的

主權與領土完整時，是以維護這一民

族的「自決權利」為先，還是以現有國

家的主權為重？等等。這些問題是任

何一部涉及到民族自決權利的國際法

都沒有給予明確規定的。以1970年

10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關於各國依

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

際法原則之宣言》為例，它在宣布「各

民族享有平等權利與自決權利」的同

時，也宣布：民族自決權不應「被理

解為授權或鼓勵任何全部或部分瓦解

或損害獨立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的行

動」cn。但是，對於如何避免這種情況

或這種情況一旦發生應予何種制裁，

該宣言卻沒有給予任何明確的限定。

許多學者、政治家都意識到國際法中

關於民族自決問題的模糊性，辛普森

（Gerry J. Simpson）指出：「十分清楚的

是，民族自決權利目前缺乏明確性

和可運用性。⋯⋯在理論上存在z

混亂，在政治上被誤用。」co盧比森阿

（Kumar Rupesinghe）意識到了這種混

亂狀態所具有的危險性：「世界上沒

有一個地區能夠或將免於自決衝突。

考慮到世界性的自決要求的數量和範

圍，以及它們升級為暴力的潛在傾

向，全球社會必須建立一種機制，以

確保那些衝突不致於發展成暴力。」

他呼籲：「在對自決的考慮危及到國

際體系的變動時，對全球社會來說，

最大的危險在於持有一種淡漠的維

持現狀的態度。」cp早在二十世紀80年

代，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下轄的防止歧

視和保護少數民族委員會的特派代表

克里斯泰斯庫（Aureliu Cristescu）就曾

提議，認為「迫切需要發展一種全球

的能力以和平地處理越來越多的自決

要求，而不是被動地對暴力及其影響

作出反應。如果不發展一個能夠使世

界不同人民對他們的政治社會和經濟

發展擁有更直接的控制力的適當的機

制，那麼，只會增加為許多人所擔心

的廣泛的碎片化的潛在威脅」cq。這已

經成為當今國際社會的共識。

對多民族國家來說，

民族自治制度是維護

國家主權完整與統一

的策略。然而，已有

百餘年歷史的民族自

治制度未能徹底解決

種族化民族自決對主

權統一的挑戰，原因

是並非所有民族都把

對國家的認同置於優

先於本民族利益的地

位。另一個因素，或

許在於國家身份對極

端民族分離主義者的

強大誘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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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筆者看來，民族自決作為一個

歷史性的概念，其發展變化是對人類

社會變動的具體反映，然而，這並不

是說，在任何時候民族自決的任何含

義都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整體需要

的。根據社會學的觀點，所有社會8

的個人都企圖通過其可能的最行之有

效的手段、去獲取他們的利益、實現

他們的目標。不過，個人所追求的特

定利益或目標，以及他們所使用的手

段適當與否，則是由當時佔優勢的社

會規範和他們所具有的物質環境所決

定的cr。因此，從人類的整體利益這

一角度出發，民族自決應該是一種有

限的而非絕對的權利，它應從屬於而

非凌駕於國家主權原則之上。在這個

國家作為國際社會主要行為體的時

代，對於國家主權至高權威的確定，

不僅關係到一個國家自身利益的發

展，而且已成為整個人類社會利益發

展的必然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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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具體反映了人

類社會的變動，但這

並不是說，在任何時

候民族自決的任何含

義都是符合人類社會

發展的整體需要的。

從人類的整體利益這

一角度出發，民族自

決應該是一種有限而

非絕對的權利，它應

從屬於而非凌駕於國

家主權原則之上。


